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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胡焕庸线”的理论内涵出发，构想了“胡焕庸亚线”的基本构想、及其空间特征；以“胡焕庸亚

线”为基础，结合长江经济带自然社会基础条件空间格局，测算了未来时期的资源环境人口承载力状况，并从胡焕

庸亚线的视角细划了长江经济带的人口承载力空间格局，形成以长三角为首的阶梯式空间结构。并对长江经济带战

略空间格局的优化提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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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我国的人口分布形成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例基本稳定

分布的格局
［1，2］

。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引导投资、人口向中西部转移，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两个大

局”战略影响下，沿海地区发展迅速，吸引了内陆地区大量劳动力向沿海集聚。1982～2010 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人口年均

增长 1%，而西北半壁的人口年均增长 1.33%，从胡焕庸线提出到 2010 年，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密度仅变动了 2%
［3］

。有学者对

胡焕庸线的形成的成因进行分析，认为胡焕庸线不仅是人口分布的分界线，也是自然资源要素格局分布的分界线
［4，5］

。也有学

者从生态环境承载力角度认为胡焕庸线也是生态环境承载力差异的分界线
［6］

。在未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为缓解资源环境压力，

能否打破胡焕庸线成为学术界研究争论的焦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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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一带一路”区域开放开发战略对于未来中国人口分布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势必会推动城

镇化的发展，要素的集聚开发会加剧其生态环境压力。我国“T”型区域发展战略意图通过“点—轴渐进扩散”的模式实现空间

发展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过渡
［7］

，在实践中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8］

。长江经济带区域城市之间的经济联

系有逐步增强的趋势，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有利于人口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区域的一体化发展
［9］

。在这一过程中长江经济

带建设面临着水资源、粮食安全等资源环境方面的人口承载问题
［10，11］

。尤其是 2016 年 9 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

式印发，《纲要》围绕“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基本思路，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战略空间，《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更将“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放”的发展战略落地，将使得长江经济带在协调我国东、中、西发

展中的角色日益突出。人口资源作为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在空间上有着极强的流动性，合理引导人口资源的流动对于缓解发达

地区承载压力，释放落后地区发展潜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长江经济带战略空间格局的优化离不开对人口问题的审视。

当前，长江经济带内各地区人口密度呈现出明显的从沿海向内陆地区递减的阶梯式分布，本文从“胡焕庸线”的理论内涵

出发，提出“胡焕庸亚线”的构想，并对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区域分布与自然、社会、经济要素之间耦合性进行分析，探索性提

出长江经济带战略空间格局的优化的可行途径，以期带动和促进全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缩小，格局的进一步均衡。

1 胡焕庸亚线的构想

1.1“胡焕庸线”与我国人口分布空间格局的突破

1935 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在《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基于我国人口密度提出了“瑷珲—腾冲”线，即“胡焕

庸线”，将我国的疆域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其中东南部以我国国土面积的 36%支撑了全国 96%的人口，这一发现对我国东南

地狭人稠，西北地区地广人稀的人口空间布局做出了有力佐证。进一步将人口分布与地形、降水条件重合对比，可以发现三者

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说明我国人口的这一空间布局特征一定程度上可以从自然地理要素视角得到解释
［12］

。“胡焕庸线”所反映

出的我国人口与自然地理本底之间的空间耦合性，使得其在地域开发、人地关系协调等研究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13］

。然而，自然

地理条件带来的对人口空间分布的限制即使在技术不断进步的时代背景之下也很难实现突破。数据显示在“胡焕庸线”提出后

的 57a 间，两侧人口仅出现了 1.8%的变动
［14］

。而在过去的近 80a 内，尽管我国人口密度的分界线呈现出自东南向西北的推移，

然而整体推移幅度较小，且伴随着阶段性的收缩
［15］

。

2014 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抛出了“胡焕庸线怎么破”这一重大课题，学术界针对这一问题的观点

分割成“不能破”与“能破”两大截然相反的阵营。其中持“不能破”一方观点的主要依据自然资源特征的不可变更，而持“能

破”观点的一方则强调了新型城镇化与“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机遇
［16～19］

。尤其是王铮
［20］

先生认为，自然限制是第一地理

本性，而交通和人口－产业集聚是第二地理本性，信息化是第三地理本性，美国人就突破他们的胡焕庸线，中国人要突破自己

的胡焕庸线和要发挥第二地理本性的作用，推动第三地理本性的变化。除自然结构外，陆大道
［20］

院士则进一步阐述了市场及交

通成本、教育及文化等方面的限制，也决定了“胡焕庸线”的长期稳定。其实，“胡焕庸线”的长期稳定与“突破”或“打破”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学者也是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讨论这一问题。从人口的空间迁移规律来看，人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

不同的集聚空间选择，从以食物支撑为主导，到就业主导，再到生活品质主导。因此，“胡焕庸线”能否“突破”或“打破”

也将遵循这一规律，并且理论上也存在一个空间的路径。

1.2 基于 3个“地形台阶”的“胡焕庸亚线”界定

根据胡焕庸先生在《中国人口地域分布》一文中对“胡焕庸线”的再诠释，我国人口分布与我国地形的台阶式轮廓一致，

也存在着阶梯形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了 3个台阶:第一台阶全部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部，包括了华东地区以及东北、

华北和中南的大部分省市，共计 19个省、市、自治区，是我国经济社会最为发达，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第二台阶约 2/3 落入

“胡焕庸线”西北部，包括西南和西北的大部分省市，共计 10 个省、自治区，资源赋存丰厚，发展潜力巨大；第三台阶全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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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胡焕庸线”西北部，包括西藏和青海，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人口稀疏，发展滞后
［21］

。从第一到第三台阶不仅人口数比重在

逐渐下降，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水平也逐级降低。

事实上，目前我国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空间特征与胡焕庸线人口分布格局保持一致，基本形成“东南高，西北低”不

均衡发展格局，这不仅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开放较早和国家两个优先发展的战略有关，而且与所处的地理区位有关，经济

发展水平与我国的地形分布形成逆梯度格局。

胡焕庸线第一梯度内的区域大部分为平原地区，土地资源较为肥沃，承载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但是，由于受区域发展

政策的影响，该区域内部形成了以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城市群为核心的中心－外围不均衡空间格局。从人口与土地的数量关

系来看(图 1)，中国大陆沿海地区以 13.5%的土地承载了 43.3%的人口，本文提出该区域以东为“胡焕庸亚线 1”，以 13.6%的土

地承载了 39.1%的人口，“胡焕庸亚线 2”以东，以 19.1%的土地承载了 52.8%的人口。胡焕庸亚线的构想将高人口密度的胡焕

庸线东部区域细化为 3 个梯度，分别是亚线 1以东的区域、亚线 1以西和亚线 2以东区域、亚线 2 以西和胡焕庸线以东的区域。

长江经济带成为胡焕庸亚线区域内包含东中西三大经济梯度和地形梯度的完整核心地带，探讨优化长江经济带的人口承载

力能够为进一步全面引导胡焕庸亚线内的区域均衡发展提供借鉴。

2 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条件及人口承载特征

2.1 自然社会基础条件的差序格局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为准，该区域包含 9省、2 市，土地资源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20%，且承载着占全国 4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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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支撑着占全国 40%的 GDP，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廊道和交通廊道。从当前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生态、环

境的相互关系来看，其资源环境承载状况主要有 3 个方面的梯度差序特征。

(1)水、土资源的梯度差序。水、土资源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基础性资源。但存在着显著的空间配置差异特征。其中，

苏浙沪区域水资源相对丰沛，河网密布，河湖交错，但土地资源相对稀缺，该区域土地资源占长江经济带土地资源总面积的 10%，

却承载着 24%的人口，支撑着 50%的 GDP；皖湘赣区域，以 25%的土地资源，承载着 31%的人口，支撑着 35%的 GDP；鄂渝贵区域，

以 25%的土地资源，承载着 23%的人口，支撑着 10%的 GDP；而云川地区，以 40%的土地资源，承载着 22%的人口，支撑着 5%的

GDP。因此，总体来看，从上游到下游区域，水资源占比总体逐步趋多，但土地资源占比总体逐步趋少，水、土资源梯度差序配

置特征显著。

(2)生态、环境要素的梯度差序。长江上游区域，高山峻岭，自然覆被高，但生态更为脆弱；长江中游区域，生态景观多样

性程度较高，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压力；长江下游区域，水土资源环境负荷高，环境人口、环

境经济承载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长江经济带沿线化工占全国的 46%，主要分布在中下游区域，极大地加剧了长江下游区域的水

环境压力。因此，从上游到下游区域，自然生态的人工化程度总体逐步趋高，环境负荷总体逐步趋高，生态、环境要素也呈现

梯度差序配置。

(3)经济密度、资源丰度的差序梯度。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 3个区域，经济发展分布处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以及创新

驱动启动的 3 个发展阶段；而从其资源利用程度来看，也出现有限利用、推进利用和相对高度利用的 3个阶段。但由于长江经

济带上游地区资本、技术等要素输入相对有限，过度地依靠矿产、土地、水等资源开发，必将加剧这一区域的生态承载压力；

长江经济带中游区域资本、技术等要素输入性增强，但粗放发展问题较为突出，对于水土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凸显；

长江下游区域虽然业已处于创新启动阶段，但发展方式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水土资源、生态环境承载问题较为突出。因此，

长江上游区域，资源丰度高，但经济密度低，基于生态阈值的资源环境可承载能力也低；而长江下游区域，资源丰度相对较低，

但经济密度高，基于环境容量的资源环境可承载发展空间有限。

2.2 长江经济带人口承载能力与限制要素分析

上述差序特征的存在使得长江经济带内部人口承载力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源要素在决定人

口承载规模过程中的角色逐渐让步于经济和物质基础，使得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高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

资源环境条件的差序分布使得发达地区资源环境承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对现有从土地粮食生产能力
［11］

、水资源
［22］

以及碳排放
［23］

视角对长江经济带人口承载力的测算相关研究的结果进行汇总，

取土地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和碳排放承载力中最低值作为承载力的最低水平，最高值为承载力的最高水平，得到 2020 年、2030

年不同资源约束下人口承载力区间。根据木桶效应，将决定人口规模最低值的资源要素视作为人口承载的限制因素，得到表 1。

表 1 各地区人口承载力区间与限制因素(万人)

地区

2020 2030

限制因素
低值 高值 低值 髙值

上海 87.75 2 331.44 65.71 2 358.51 水

江苏 1 283.81 7 347.37 1 563.17 8 392.04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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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 1 239.53 8 605.59 1 027.93 7 095.24 土地

安徽 1 842.86 7 636.87 1 912.06 9 526.26 水

江西 3 787.18 15 523.52 3 090.02 9 884.76 碳

湖北 2 030.75 6 092.24 2 404.76 7 214.29 水

湖南 3 746.08 16 859.93 2 937.41 10 732.38 碳

重庆 1 207.36 3 622.09 1 633.65 4 900.95 水

贵州 2 127.36 7 758.41 1 987.30 5 961.90 土地（2020），水（2030）

四川 5 923.30 17 769.90 4 599.05 21 328.57 水(2020)，碳(2030)

云南 4 089.77 16 301.64 3 218.31 14 097.14 碳

注: 资料来源于金雨泽(2015) ，杨桂山(2015) ，徐晓晔(2016) ．

在不同的资源限制因素之下，各地区人口承载水平差异较大，因此人口承载力的区间也较大。从人口承载上线水平来看，

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蕴藏着较高的人口承载潜力，江西省、湖南省和云南省人口承载空间最大，而上海和重庆两个直辖市的

人口承载空间相对较小。

在限制因素方面，有一半以上的省市最大限制因素在水资源，包括上海、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和四川(2020)和贵州(2030)，

浙江和贵州(2020)两地主要限制资源是土地，而江西、湖南、云南和四川(远期)由于碳减排带来的压力将是制约人口数量的主

要因素。

2.3 长江经济带人口承载状态判断

人口承载的压力水平是由人口承载力与实际人口规模同时决定的。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人口密度呈现出明显的梯级变化，

且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高一致性，位于长江上游的贵州、四川和云南三省人口密度较低，而位于下游的上海、江苏和浙江 3

个省市人口密度较大。对比各地区人口承载的潜力，当前人口主要分布区未来人口承载空间已经相当有限，而中上游地区的人

口承载潜力则尚未被充分发掘，人口空间布局有待进一步优化。

以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1990～2014 年年末人口数据为基础分别计算近 5a，近 10a 和近 15a 人口年均增长速率，对 2020 年、

2030 年人口规模进行预测，并根据不同地区人口增速的变化趋势将其划分为 3 类:加速增长型(5a 年均增速＞10a 年均增速)，减

速增长型(0.3%＜5a 年均增速＜10a 年均增速)，趋近峰值型(5a 年均增速＜10a 年均增速＜15a 年均增速且 5a 年均增速＜0.3%)，

并以(表 2)。

表 2 各地区人口预测规模及增长类型



6

地区

2020 2030

类型
低值 高值 低值 高值

上海 2 622.64 2 892.57 2 987.09 3 878.85 减速增长型

江苏 8 098.10 8 247.73 8 333.52 8 750.48 趋近峰值型

浙江 5 601.54 5 906.34 5 760.98 6 635.27 趋近峰值型

安徽 6 058.46 6 277.01 6 017.77 6 614.22 加速增长型

江西 4 664.82 4 722.15 4 876.58 5 038.04 减速增长型

湖北 5 755.36 5 904.87 5 655.68 6 056.00 加速增长型

湖南 6 813.40 7 025.73 6 942.66 7 534.71 减速增长型

重庆 3 000.33 3 000.36 3 015.28 3 015.34 趋近峰值型

贵州 3 367.45 3 552.06 3 145.55 3 626.64 加速增长型

四川 8 092.68 8 277.40 8 014.10 8 511.22 加速增长型

云南 4 887.51 4 932.48 5 191.18 5 319.55 减速增长型

安徽、湖北、贵州和四川 4 省属于人口加速增长区，未来人口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然而从近五年增速的绝对值来看，除了

安徽省之外其他地区人口增速在整个经济带内都处于较低水平。上海、江西、湖南和云南属于人口减速增长区，人口增长放缓，

但是增速依旧处于较高水平。江苏、浙江和重庆属于趋近峰值区，人口增长的规模出现收敛，未来人口规模将日趋稳定。

对比未来人口预测值与各地区人口承载力状况可以发现，上海市人口超载的问题较为严重，虽然当地人口呈减速增长态势，

但是高于其他地区的增长水平将加剧当地承载压力；江苏、浙江和重庆人口增长的收敛将有助于缓解承载压力，未来人口承载

的状态相对均衡；位于中上游的其他地区人口存在着一定的盈余空间。

因此，从资源环境的视角出发，为了优化长江经济带人口布局，引导人口向中上游的有序流动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然而

中上游物质经济基础的滞后以及自然地势的特征成为了这一推进过程的障碍。

2.4 从“胡焕庸亚线”看长江经济带人口承载问题

紧邻“胡焕庸线”东南部的省市虽然落入了人口相对密集的半部，但是从沿海到内陆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衰减趋势

来看，依旧属于人口稀疏、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这一局面削弱了上述地区的辐射能力，能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胡焕庸线难以突

破的原因。我国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阶梯式的发展格局决定了我国发展格局的均衡也需要通过阶梯式的推进。“胡焕庸亚线”

将“胡焕庸线”所体现的人口密度和城镇化水平在空间上进一步细化，可以视为这一过程推进的阶段线，两侧地区则是实现融

合和衔接的关键地带。

通过 ArcGis9.3 的自然断裂法，从第六次人口普查和国土资源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在三条线之下被分成 4 个

部分(图 3)。第一部分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及湖北和湖南的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超过 500 人/km
2
的城市总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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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城镇化水平超过 48%的城市总数占 56%，GDP 水平超过 1547 万元的城市总数占 31%。第三部分主要集中在以成都、重庆、

昆明为核心的城市地区，核心城市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超过 38%，GDP 水平超过 604 万元，在西部地区呈现出明显的高地，总体上

呈现块状集聚特征(图 2)。第二部分位于第一、第三部分的中间地带，在城镇化水平、GDP 水平、人口密度上均处于显著的低谷，

第四部分位于第三部分的西部，长期以来具有经济基础薄弱特征。胡焕庸亚线将长江经济带划分的 4 个部分的空间分布格局与

当前长江经济带内的城市群分布格局具有一致性。第一部分区域主要是长江经济带的下游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的武汉城市

群、长株潭城市群以及环鄱阳湖城市群组成，第三部分主要以长江上游的成渝城市群为主，第二部分的区域是长江中游城市群

与上游城市群的外围城市的毗邻区，第四部分区域主要是四川省西部城市。通过对胡焕庸线的细分，发现长江经济带的人口分

布密度较高的区域(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也是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城市群分布密集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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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长江经济带上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存在显著的高低差序格局发展地带。以资源环境人口承载力评价结果来引导人口

向中上游流动，尤其是第一部分区域的人口承载力压力大于其他地区，以加强中下游城市群与上游城市群的经济联系，以城市

群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为主，有效推进产业转移来带动人口向上游胡焕庸亚线 1以东地区转移。第三部分的区域，例如襄阳市、

宜昌市、怀化市、张家界市等城市是人口转移潜力较高的地区，这些城市受到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辐射作用较小，未来

利用当地资源环境优势和匹配流入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来拉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提升，可以有效的优化长江经济带开

发的战略空间格局，也能推动长江经济带人口承载力梯度转移，实现缓解中下游人口承载力压力的目标。

3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战略空间格局优化为目的，着眼于人力资源这一要素，首先从“胡焕庸线”的理论内涵出发，立足于我

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空间布局差异，划分出“胡焕庸亚线”并提出突破我国区域发展空间差异的阶段式思路。结合“胡

焕庸亚线”以及长江经济带资源布局与未来人口承载空间差异，指出依托资源环境承载评价实现长江经济带空间格局优化的必

要性，并提出相关建议。主要结论如下:

(1)紧邻“胡焕庸线”东南侧的地区偏弱的辐射能力使得这一空间界线决定的人口分布和城镇化水平分割边界难以突破，我

国整体人口密度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上“东南高、西北低”的阶梯式格局决定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采取渐进式的思路，

依据这一格局可以将“胡焕庸线”东南部区域以沿海地区以及胡焕庸先生提出的我国人口布局第一台阶为依据进一步划分出两

条“胡焕庸亚线”，作为阶梯式突破的推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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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基础条件在空间上呈现出差序格局，“胡焕庸亚线”与长江经济带相交所划分的区域正

好对应长江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结合未来长江经济带资源环境的人口承载水平，下游长三角地区人口承载空间有限，而中上

游地区存在较大潜力。引导人口从下游向中上游地区的有序流动，是缓解下游地区人口承载压力，优化经济带战略空间格局的

关键。

(3)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是协调长江经济带内部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重要依据。为实现这一目标未来应当考虑进一步

完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系统，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动态监测预警体系，探索多类型的资源环境承载动态预警机制并创新长江

经济带生态修复机制，形成基于长江流域山水林田湖特征的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
［24］

。

本文依旧存在诸多不足。首先对于“胡焕庸亚线”的划分相对粗糙，仅考虑了沿海以及胡焕庸先生提出的人口分布台阶式

轮廓等整体性要素。如果能将参考指标以及具体划分标准进一步细化，更为精确的确定出“胡焕庸亚线”的边界，对于我国发

展空间格局的优化的指导意义。其次关于如何强化“胡焕庸亚线”边缘地带的辐射带动能力本文未作深入探讨，也是未来值得

研究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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